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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探究产业集聚在互联网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性对地区协同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存在差异，从协同集聚视角出发，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纳入互联网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框架中，基于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份有关面板数据，构建以产业协同聚集作为中介变量的模型开展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协同集聚，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协同集聚起中介作用；互联网发展显著促进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协同集聚，协同集聚的中介作用仅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显著存在。因此，国家应加大对配套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提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同时也要考虑地区发展禀赋，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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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By linking the real economy, the Internet can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ies, seize new opportunities for digital development, and ultimately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eal the impact of China's Internet development on industrial synergistic agglomeration and structural upgrading, and explores whether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have a heterogeneous effect on industrial synergistic agglomeration and structural upgrading.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level will promote synergistic agglomeration, and then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ynergistic agglomeration will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Th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significantly promotes synergistic agglomera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ynergistic agglomeration only exist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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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中国《“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强调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加强互联网技术融合应用和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1]【政策法规不必引用】。根据工信部公布的数据，“十四五”时期起始，中国网民规模达9.4亿人，4G用户比例达81%，已建5G基站约占全球数量的70%，已成为全球第一互联网大国【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信息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数字经济时代下，互联网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技术、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发展，催生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还通过数字化嵌入优化要素配置方式和提升配置效率[2]，驱动着产业向高价值链攀升。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国目前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推动期，因此，为了更好地依托互联网发展加快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深入探究互联网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影响机制确有必要。
目前中国仍存在制造业附加值低、过于依赖加工贸易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的问题，阻碍着中国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依托于制造业发展[3]，且在活跃创新、促进第二和第三产业深度融合和结构升级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4]，因此只有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才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双驱动力和理想路径[5]。数字经济时代下，通过数字化嵌入和优化要素配置，互联网发展能够加速生产方式变革和专业化分工细化，降低产业交易成本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提供条件；而协同集聚产生的范围经济能进一步驱动产业技术创新和附加值创造，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因此，有必要将协同集聚纳入研究。
考虑到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水平自东部向西部地区呈递减态势、区域差异显著[6]，深入探究互联网发展水平差距和数字鸿沟对不同地区的协同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存在异质效果，对因地制宜制定地区互联网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文献回顾
产业结构升级的前因变量研究主要围绕数字经济[7]、政策和技术创新[8]【无实质性规范引用。单一篇文献无法代表“主要”。有关表述如是笔者调研分析相关文献后自己总结得出的见解，就是属于笔者自己的观点，则不存在引用；而为笔者观点提供支撑的引文，需要延伸阐述的，引用应有实质性引用，且引用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并请注意不应简单删掉引注了事，而应酌情根据研究实际延伸阐述为笔者观点提供支撑，保证论述的准确严谨】进行。例如，张莉娜等[9]、余泳泽等[10]研究表明，互联网发展对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均有积极影响作用；Chu[11]、Salahuddin等[12]、黄浩[13]的研究中验证了互联网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驱动产业融合等方面的作用；柳志娣等[14]、李昊等[15]也验证了互联网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作用。
产业集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Marshall[16]的传统集聚理论和Ellison等[17]的协同集聚理论均认为集聚能够产生区域运输成本下降、知识溢出及劳动力共享效应等集聚经济，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现有研究已表明专业化产业集聚（如制造业）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8]，但关于互联网发展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效果研究中存在观点分歧，如Fu等[19]研究验证了互联网发展对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而刘军等[20]认为互联网发展对制造业的集聚产生了促进效应和扩散效应，安同良等[21]基于新经济地理模型发现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集聚逆转，使地理空间上的产业集聚趋于分散。
综上所述，现有相关研究尚未从协同集聚这一新视角出发探究集聚在互联网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未解决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对地区协同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影响的问题。为此，本研究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纳入互联网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框架中，并进行实证分析和区域异质性检验，以揭示中介模型的内在作用机制，以期为相关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1.2研究假设
1.2.1互联网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的过程，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过程[8]。后工业时代下，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化服务渗入制造业生产的方方面面，产业服务化趋势愈加明显，第二、第三产业边界逐渐模糊化使得产业结构高级化主要体现为产业结构服务化，即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或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占比的提升[22]。互联网所具备的庞大数字化能量使其成为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优化工具和产业黏合剂。首先，互联网发展能够通过提供信息化和智能化服务放大信息溢出和知识溢出效应[23]，带来信息传递、产业间沟通和要素配置效率的优化提升，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管理和生产效率，最终驱动商业模式创新、产品结构创新、生产质量提升和附加值创造，推动其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15]。此外，创新是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动能，而互联网发展在推动先进技术的转移、传播和吸收方面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人力资本累积，促进产业创新活动的发生。因此，互联网发展能够通过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和促进创新活动推动产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基于此，提出假设如下：
H1：互联网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影响作用。
1.2.2 互联网发展与产业协同聚集
Ellison等[17，24]的研究指出，劳动力池共享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是促进专业化产业集聚和差异化产业协同集聚的重要因素。大量研究表明互联网能促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和知识溢出。一方面，互联网发展能够促进产业内部和产业间的分工与整合[13]，降低就业供求的信息不对称、吸引人才集聚，产生劳动力池共享效应[16]，进而促进协同集聚；另一方面，互联网发展能够降低信息成本[25]【确认这句话有引用的必要？这种已成为共识的观点有引用的必要吗】，使技术知识在地区产业内和产业间的频繁和快速交流传播成为可能，极大地促进了知识溢出效应，从而促进产业间协同集聚。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互联网发展对产业协同集聚有正向影响作用。
但也有研究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互联网发展对协同集聚同样具有扩散效应。有学者认为，某一地理空间内的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降低营销渠道和供应链维护的交易成本，而互联网发展能够进一步提升产业内的信息沟通效率、降低企业间以及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本[20]，弱化地理距离约束。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若区域内的拥挤成本（如房价）升高且高于区域间“冰山”运输成本，会呈现出分散化的经济地理布局【补标引著录上述观点原始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替代引用著录。且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互联网相关设施和交通基建的快速建设与发展，非但没有形成“数字鸿沟”，反而进一步降低了“冰山”运输成本[21]，互联网的发展可能导致产业从集聚转向扩散。因此，本研究认为互联网发展既可能对产业间协同聚集产生引力，也可能产生扩散力，对协同集聚的影响效果则由区域内的两力综合作用决定。由于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互联网发展水平上基本呈现由东至西的阶梯递减趋势[3]，本研究认为最终互联网发展对产业的影响效果可能存在区域1）【补充文后注释说明本文有关区域划分的依据和各区域的具体范围】
异质性，故提出如下假设：
H3：互联网发展对产业协同集聚的正向影响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
1.2.3产业协同聚集的中介作用
首先，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相互依存，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专业化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都能加快信息沟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和制造业成本，从而促进协同集聚[26]。其次，如Helsley等[27]、赵冉冉等[28]的研究均指出，协同集聚能进一步促进制造业降成本、深化分工，形成协同集聚的外部经济（如知识溢出效应、劳动力池共享效应等）[4]，最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再者，协同集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消由于制造业过度集聚带来的产业同构、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等负面影响，以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然而，在互联网发展对协同集聚的引力机制作用下和区域内协同集聚的日益发展下，过度集聚和低效率集聚会引发区域要素拥塞效应和路径依赖效应[4]，导致区域内集聚不经济，产业发展被锁定在低附加值产业上，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来源于过度集聚和低效率集聚，而过度和低效率集聚均受到互联网发展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在互联网发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中可能起到中间传导作用，并提出如下假设：
H4：协同集聚在互联网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考虑到中国东部地区发展起步早、经济实力雄厚，在基础设施、互联网发展水平和发展综合实力上均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因此三地在互联网发展水平和协同集聚程度两方面均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协同集聚产生了外部经济，而后由于过度和低效集聚带来拥塞效应，协同集聚对生产效率和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弱化而抑制作用增强[29]；中部和西部地区由于发展起步晚、集聚空间大，协同集聚能更好地促进产业间沟通与合作，进而促进结构升级。因此，本研究认为中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的区域差异可能导致协同集聚的中介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并提出如下假设：
H5：协同集聚的中介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
2 研究设计
2.1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且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存在部分数据缺失，因此剔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将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公布的分省年度数据以及历年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部分缺失值采用均值插补法填充。
2.2变量测量
2.2.1被解释变量
如上分析所述，产业结构服务化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表征，因此借鉴吴万宗等[22]的测算方法，用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衡量产业结构升级（upg）。
2.2.2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全方位发展，借鉴韩先锋等[30]采用多层面指标衡量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做法，根据中国互联网实际发展情况，构建包含互联网建设、普及、商用与发展环境四方面的互联网发展水平综合指数（int），并对原始指标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因量纲不同可能的不利影响。针对上述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int越大说明互联网发展水平越高。主成分分析的前3个主成分特征值分别为4.31、1.93和0.54，累积解释百分比为84.77% 。据此，通过加权构建了互联网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互联网发展水平综合指数构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互联网建设
	每万人域名数（int1）
	描述域名资源配置情况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int2）
	反映光纤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情况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int3）
	反映互联网接入设备建设状况

	互联网普及
	互联网普及率（int4）
	反映互联网普及程度（地区上网人数/地区总人口）

	
	网民总数（int5）
	反映互联网服务需求能力

	互联网商用
	快递业务量（int6）
	反映互联网商务应用情况

	互联网发展环境
	人均生产总值（int7）
	反映互联网建设发展能力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int8）
	反映互联网消费能力



2.2.3中介变量
借鉴张虎等[3]的研究，采用区位熵分别计算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聚集水平（agglo），并用五大行业代表生产性服务业，即运输、仓储和邮政，金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租赁和商业服务。计算公式如下：
   （1）
式（1）中：为地区在的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为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总就业人口；为地区在时的就业人数；为30个省份在的总就业人口。
借鉴张虎等[4]的测算方法，协同集聚水平（coagglo）的计算公式如下：
     （2）
式（2）中：为制造业集聚指数；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数；为两个产业的协同集聚指数。指数值越大说明协同集聚水平越高。
2.2.4控制变量
基于研究目的，参考柳志娣等[14]、Lin等[31]的研究，选取了可能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控制变量。（1）对外开放程度（open）：以地区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2）交通基础设施（infra）：以地区等级公路和营业铁路里程数之和与区域面积之比衡量；（3）环境规制（enr）：以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与地区工业总产值之比衡量。
2.3模型构建
借鉴Baron等[32]的研究，构建如下模型：
（3）
（4）
（5）
式（3）～（5）中：upg为被解释变量；int为解释变量；coagglo为中介变量；control包含3个控制变量；为常数项；为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时各省份不随时间变化的量；为随机误差项；i为30个省份之一；t为年份（t=2008，…，2018）。
3 实证分析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3.1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2可知，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标准差达14.559，可见样本各省份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表明本研究的区域异质性假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此外，相较于对外开放程度、交通基础设施差异，各省份的环境规制差异最小，工业污染治理水平相差不大。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N/个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int
	330
	11.785
	77.990
	42.409
	14.559

	upg
	330
	0.500
	4.348
	1.071
	0.604

	coagglo
	330
	1.783
	4.001
	2.643
	0.448

	open
	330
	0.017
	1.800
	0.284
	0.335

	infra
	330
	0.492
	2.177
	0.830
	0.492

	enr
	330
	0.001
	0.008
	0.002
	0.001


注：***、** 、*分别代表P<0.001、P<0.01、P<0.05。下同。

3.2实证分析结果
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对混合估计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或个体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3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根据式（3）～式（5），M1验证互联网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M2验证互联网发展水平对产业协同聚集的影响；在M3验证产业协同聚集变量在互联网发展水平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表3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upg
	coagglo
	upg

	
	M1
	M2
	M3

	coagglo
	
	
	0.485***

	
	
	
	(4.32)

	int
	0.174***
	0.046**
	0.151***

	
	(5.85)
	(3.11)
	(5.16)

	open
	−0.764***
	0.174*
	−0.680***

	
	(−6.21)
	(2.81)
	(−5.62)

	infra
	0.363**
	0.020
	0.373***

	
	(2.77)
	(0.30)
	(2.93)

	enr
	5.265
	20.595**
	15.253*

	
	(0.37)
	(2.89)
	(1.10)

	constant
	0.664***
	2.638***
	1.943***

	
	(7.45)
	(58.86)
	(6.30)

	观测值/个
	330
	330
	330

	R2
	0.543
	0.189
	0.571

	F统计量
	94.07***
	90.33***
	88.08***


注：括号内为t值。下同。


M1结果表明，int对upg的系数为正显著，说明由互联网发展水平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H1成立。M2结果表明，int对coagglo的系数为正显著，说明int显著正向影响coagglo，H2成立。由M3结果可知，加入中介变量后，互联网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有所降低但仍然显著，同时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表明协同集聚在互联网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H4成立。此外，表3结果表明，对外开放对地区协同集聚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过度对外开放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交通建设能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加强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上述回归结果与以往多项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
3.3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在稳健性检验中，参考已有研究采用单一指标的做法，选取互联网普及率替代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发展水平验证协同集聚的中介效应。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全部方程仍选取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根据式（3）～式（5），由表4可得，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实证结果一致，中介效应模型成立，因此本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4  变量替换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upg
	coagglo
	upg

	
	M4
	M5
	M6

	coagglo
	
	
	0.520***

	
	
	
	(4.47)

	int4
	0.006***
	0.003***
	0.004*

	
	(3.71)
	(3.65)
	(2.81)

	open
	−1.039***
	0.231
	−0.919***

	
	(-9.24)
	(4.23)
	(-8.18)

	infra
	0.637***
	0.012
	0.644***

	
	(5.25)
	(0.21)
	（5.47）

	enr
	6.009
	19.788**
	16.296

	
	(0.41)
	(2.79)
	(1.14)

	constant
	0. 596***
	2.657***
	1.977***

	
	(6.53)
	(60.10)
	(6.15)

	观测值
	330
	330
	330

	R2
	0.513
	0.198
	0.544

	F统计量
	79.08***
	91.53***
	73.14***



3.4区域异质性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和相关研究，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地域差异，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发展态势[3]。【赘述】根据研究目的，进行分地区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探究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是否导致对协同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不同作用效果，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根据式（3）～式（5），M1a、M2a和M3a为东部地区个体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模型；M1b、M2b和M3b为中部地区个体随机效应回归分析模型；M1c、M2c和M3c为西部地区个体随机效应回归模型。
表5  样本分地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upg
	coagglo
	upg
	upg
	coagglo
	upg
	upg
	coagglo
	upg

	
	M1a
	M2a
	M3a
	M1b
	M2b
	M3b
	M1c
	M2c
	M3c

	coagglo
	
	
	0.110
	
	
	0.699**
	
	
	0.404***

	
	
	
	(0.82)
	
	
	(3.44)
	
	
	(3.56)

	int
	0.140**
	0.027
	0.137**
	0.341***
	0.051**
	0.319***
	0.263***
	0.096***
	0.103***

	
	(3.14)
	(0.83)
	(3.05)
	(9.76)
	(3.05)
	(8.80)
	(8.60)
	(4.50)
	(6.06)

	open
	−0.973***
	0.322***
	−0.937***
	−2.985***
	0.059
	−2.914***
	−0.320
	−0.280
	−0.528

	
	(−10.17)
	(4.66)
	(−8.91)
	(−3.90)
	(0.17)
	(−4.02)
	(−1.07)
	(−1.47)
	(−1.86)

	infra
	1.499***
	−0.132
	1.484***
	−0.836***
	0.418***
	−0.703***
	−0.004
	0.043
	0.177

	
	(10.47)
	(−1.28)
	(10.28)
	(−5.18)
	(3.67)
	(−3.83)
	(−0.04)
	(0.46)
	（1.72）

	enr
	25.353
	−17.460
	23.436
	34.951
	36.266*
	43.439
	−4.429
	18.253
	3.050

	
	(0.85)
	(−0.81)
	(0.78)
	(1.06)
	(2.37)
	(1.36)
	(−0.34)
	(2.25)
	(0.23)

	constant
	0.238
	2.942***
	0.561
	1.039***
	2.284***
	2.736***
	0.486***
	2.537***
	1.508***

	
	(1.30)
	(22.16)
	(1.29)
	(6.64)
	(23.88)
	(5.44)
	(5.87)
	(31.85)
	(5.11)

	观测值/个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R2
	0.805
	0.269
	0.807
	0.631
	0.220
	0.689
	0.568
	0.346
	0.565

	F统计量
	350.75***
	111.00***
	312.97***
	131.26***
	18.02**
	164.21***
	127.71***
	54.04***
	132.90***



M1a、M2a中，东部地区的int水平对coagglo无显著促进作用；在M3a加入中介变量coagglo后，int对upg的影响系数显著，而coagglo对upg的影响系数不显著。因此对于东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在互联网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并不发挥中介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东部地区的互联网发展水平高，但未能充分促进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说明东部地区的协同集聚并不充分依赖互联网发展。此外，由于要素拥塞和路径依赖效应，东部地区集聚效率提升带来的收益低于拥挤成本未促成区域要素配置结构型效率的提升[29]，从而导致协同集聚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力减弱。由于东部地区拥有对外开放政策倾斜，对外开放成为影响东部地区协同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
从M1b、M2b结果可知，中部地区的int水平对upg和coagglo有显著促进作用；在M3b加入中介变量coagglo后，int和coagglo对upg的影响系数显著，int对upg的影响系数虽有所降低但仍显著。说明互联网发展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地区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即协同集聚在中部地区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部地区的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地区产业发展相适配，为地区空间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了助力，促进了区域经济的技术和结构型效率提升[29]，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显著促进作用，协同集聚带来的外部经济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中部地区产业发展水平相较于东部地区弱，因而对外开放对地区产业结构的负面作用值得注意；此外，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对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最大，而交通因素吸引产业集聚的同时也给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一定阻碍。
由M1c、M2c结果可知，西部地区的int水平对upg和coagglo的影响系数均显著。在M3c加入中介变量coagglo后，int和coagglo对upg的影响系数显著，int对upg的影响系数虽有所降低但仍显著。因此对于西部地区，协同集聚在互联网发展促进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西部地区互联网发展起步较晚、发展空间大，对要素资源配置方式优化和效率提升、产业协同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仍有作用空间，因而统计结果上均呈现显著促进作用。且互联网发展带来的信息效率、知识技术溢出等效应均放大了产业协同集聚的外部经济效应，从而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结构升级；此外，由于西部地区各项政策和基础设施仍处于落后阶段，因而对外开放、交通等因素对集聚和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根据上述分析，判断H3和H5成立。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1）互联网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协同集聚在中间发挥中介作用。（2）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异，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协同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以及协同集聚的中介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互联网发展水平最高，但由于存在互联网发展对集聚的扩散机制及要素拥塞和路径依赖效应，因此互联网发展通过协同集聚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路径并未成立；中部和西部地区由于互联网发展程度及各项政策、基础设施水平均处于快速发展中，上述抑制机制及效应尚不明朗，因而“互联网发展－协同集聚－产业结构升级”这一作用路径显著成立。
4.2 政策建议
（1）加大配套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和升级，构建域内和域间数字化合作交流平台，缩小产业间、区域间互联网发展差距和数字鸿沟，构建普惠数字化服务，吸引优质企业入驻，形成良性生态区位，提升地区协同集聚水平。利用互联网发展增强知识溢出、创新效率提升等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协同集聚的中介作用，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2）各地政府响应国家《“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重视互联网信息前沿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搭建数字化共享服务平台，在促进数据市场流通的同时规范数据要素市场管理，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从而促进技术、产品、模式和业态创新，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带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发挥互联网发展在促进要素资源流动和协同集聚方面作用的同时应警惕域内产业的过度集聚。针对目前在互联网发展、协同集聚和区域产业结构方面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政府在引导产业转移和集聚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地区发展禀赋，因地制宜。对于东部地区，应引导过度集聚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依托互联网数字化基础发展新业态；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应通过大力发展互联网，打破区域要素流动壁垒，引导构建良性协同集聚生态，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注释：
1）【补说明区域划分依据和各区域具体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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